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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田赋包揽及其诉讼：以巴县为中心

赖骏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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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清四川各地的抬垫，是指在田赋征收结束之际，由基层催征者为欠缴粮户垫付税银，

随后向其追讨本金和利息的现象。巴县档案中保留了大量有关抬垫和抬垫纠纷的记载。与早期现代

英法两国包税制相比，抬垫由于是以分散化方式实施的直接税包揽，所以更易遭遇复杂社会经济力量

的渗透和抵制。复杂社会经济结构既构成抬垫的有利条件，又构成其约束。相对发达的基层金融网络，

使得抬垫机制能及时获得足够数量的资金，从而满足县衙的紧迫财税需求。抬垫基本完成了对近代国

家建设初期阶段提供资金的历史使命，但其在运行中遭遇了由具有强烈反控制性的乡村复杂社会经

济引发的种种结构性困局。这又导致部分抬垫资金难以收回，并持续引发纠纷、诉讼，乃至抬垫人的不

法行为。在国家权力、基层金融和普通粮户间的交互作用下，晚清巴县的抬垫成为以加赋手段促进近

代国家建设的最优解。但抬垫运行中的相关困局也表明，近代国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也需要财政国

家建设和私法近代化方面的更深刻变革。

关键词　抬垫　复杂社会　诉讼　国家建设

研究表明，与典章制度中自封投柜、官收官解等标准操作不同，在清代各州县的征税实践中，普遍

存在多种赋税包揽现象。〔1〕 这其中最为制度化乃至公开化的一种做法，便是晚清时期盛行于四川各

地的田赋（又称钱粮、地丁）抬垫现象。所谓抬垫，是指粮户逾期未缴田赋时，由基层催征者为其垫付

*　赖骏楠，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系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近代中国土地法制变革研究”（项目号 19SG03）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 1 〕　参见［美］ 王业健：《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高风等译，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2-62 页；西村元照：《清初の包

攬——私徵體制の確立，解禁から請負徵税制へ》，《東洋史研究》第 35 卷 3 号（1976 年），第 474-534 页；山本英史：《清初におけ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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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并随后向其追讨所垫本金和利息的做法。若粮户拒绝偿还本利，就会产生纠纷乃至诉讼。在晚

清巴县，几乎每年都会发生这类诉讼。

现有研究对抬垫的成因、法律性质、运行流程及其弊端、抬垫利息、官府对抬垫的态度等面向，均

有所涉及。〔2〕 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多将抬垫视为一种征税或行政领域内的行为，从而对抬垫所处的

复杂社会经济背景略有忽视。〔3〕 一方面，抬垫要得以常态化的运行，需要有国家以外的主体愿意且

有能力垫付资金。〔4〕 因此，在制度化的抬垫背后，应该存在一个资金相对充裕的基层金融市场，该市

场有能力和意愿为抬垫提供资金，以谋取利润。另一方面，兼具金融和征税两种性质的抬垫，所面临

的获利或征收对象——粮户及其相应土地——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反控制性。尤其是复杂地权及

其所引发的征税机器失效问题，长期困扰着清代基层赋税体系的运行。〔5〕 因此，无论是抬垫机制本

身，还是该机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都揭示出社会中各种主体和力量，对国家征税事宜的复杂介入

和拉锯。

在充分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以诉讼研究的方法和材料，来展现国家权力、地方金融

和乡村社会经济在抬垫领域内的合作、博弈与拉锯。保存至今的清代四川巴县衙门档案（以下简称

“巴县档案”），尤其是其中的司法档案，包含了有关抬垫和抬垫纠纷的丰富记载。通过观察这些记

录，并通过对相关纠纷的类型化处理和深描，我们有可能对抬垫获得更为细致和深刻的理解。进一

步言之，对抬垫及其司法治理〔6〕的更深入研究，也有助于观察晚清国家建设的便利条件、相关成就

及其局限。

一、早期现代的包税制：中西间初步比较

早期现代统治者在面临战争引发的紧迫财政需求时，应如何从其治下的社会中收税？为解决这

一问题，早期斯图亚特王朝（1603—1649 年）、波旁王朝（1589—1789 年）和晚清地方官员，均不约而同

地大范围启用包税制（tax-farming）或类似做法。经典的包税制形态如下：统治者将某种或若干种税的

征收权承包给包税人，包税人承诺每年上交固定数额的岁入，而其实际所获毛收入在扣除上缴金额后

即成为包税利润（若毛收入少于上缴岁入，则由包税商自行承担亏损）。抬垫虽在运作细节上与经典

包税有所不同，但仍可被归属于广义的包税制。

攬の展開》，《東洋學報》第 59 卷第 1、2 合并号（1977 年），第 131-166 页；山本英史：《紳衿による税糧包攬と淸朝國家》，《東洋史研究》

第 48 卷 4 号（1990 年），第 680-709 页；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9-135 页；岩井茂樹：《武進県

〈実徴堂簿〉と田賦徴集収機構》，载夫马进编：《中国明清地方档案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 2000 年版，第 179-200 页；杨国安：《册

书与明清以来两湖乡村基层赋税征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225-274、283-306 页；周健：《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70-401 页。

〔 2 〕　参见 Bradly Reed, 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75-
93；史玉华：《清代州县财政与基层社会：以巴县为个案的考察》，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0-224 页；［日］小野达哉：《清末巴县

农村地区的赋税包揽与诉讼之关系——以“抬垫”为例进行探讨》，凌鹏译，载《法律史译评》（第 5 卷），中西书局出版社 2017 年版。

〔 3 〕　已有部分成果直接讨论这一面向，参见娄敏、曹树基：《金融、地权与财税：近代四川粮税抬垫的运作机制与环境》，载《学

术月刊》2020 年第 2 期；阚绪强：《“爪牙”亦“商贾”：晚清巴县财政运作中的书吏债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 年第 1 期。

〔 4 〕　参见［美］玛格利特 • 利瓦伊：《统治与岁入》，周军华译，格致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1 页。

〔 5 〕　赖骏楠：《清代民间地权习惯与基层财税困局——以闽台地区一田多主制为例》，载《法学家》2019 年第 2 期。

〔 6 〕　参见赖骏楠：《清代四川州县的契税治理：以南部县契税诉讼为侧重点》，载《学术月刊》2020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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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统治者而言，包税的便利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包税能带来固定的岁入。〔7〕 在现代经济学的

增长理念诞生之前，统治者难以想象“税收可随经济增长而增长”这种状态。通过包税将岁入固定，

以避免财政动荡，就成为当时的最优财税方案。其次，由于包税带来了稳定、持续且高于未包税时收

入的岁入，所以也有助于国家能力的提升。〔8〕 再次，由于此时征税官僚制和财产监控技术都尚未成

熟，包税就节约了统治者自行征税的成本。最后，对于英法两国君主而言，包税的重要额外好处，是包

税商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巨额贷款来源。〔9〕

虽然中西包税制具有上述共通性质和功能，但二者在制度设计和运行实态上的差异同样值得关

注。与本文相关的是，二者在制度安排上存在两个重要区别：一是英法包税制主要调整的是中央层级

的君主与包税商之间的关系，晚清抬垫则基本上发生在基层；二是英法包税制主要涉及盐税、烟税、关

税等间接税，而抬垫则针对田赋这一直接税。制度设计的差异，还导致制度运行上的重大区别：与英

法包税制相比，抬垫更明显遭遇了与复杂社会的直接交锋。

发生在中央级别的、以间接税为承包对象的包税制，能与复杂社会保持相对距离。在经历了中世

纪以来分散化、地方化的包税经营后，早期现代英法两国的包税制已逐步实现统一化。17、18 世纪，法

国的包税商从几个包税辛迪加组织，逐渐发展成单一包税公司，并承担起全国范围内绝大部分间接税

的征收事宜。〔10〕 在理论上，财政大臣只需与一名包税商代表签订协议，就可以坐享稳定的全国税收。

而一个拥有强大财力、集权式乃至官僚制化的包税公司，也更有可能摆脱基层社会复杂经济关系的泥

淖，并以自己的资源和组织力来实现相对有序的征税工作。将包税税种限制于间接税，更是便利了征

税工作的展开。对于关税的征收，只需在港口安排征税人员。在已初步实现分工和市场化的早期现代

英格兰，消费税的征收也只需对主要生产和经销商的账目予以监督和评估，即可完成。〔11〕 换言之，对

商品征收间接税，由于无须耗费人力、物力与每个消费者打交道，就能避免征税内卷化，节约征收成本。

以田赋的定额化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抬垫，则深深地卷入了清代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关

系。就金融而言，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金融机构也呈现连贯、系统的发展趋势。金融资本

逐步从商业资本独立，并以其银钱促进全社会资金流通。至迟在清中期，城乡各地均出现以银钱兑换

和存放款为主业的钱铺、当铺等本地金融机构，而驻扎于重要城市的票号，则发挥着建构跨区域金融

体系的功能。〔12〕 就地权而言，自宋代以来不可逆转的土地私有趋势，催生了包括普通租佃、押租、永

佃、一田多主、典 / 活卖和抵押在内的一系列盘根错节的民间地权结构。金融市场与地权市场甚至出

现高度融通趋势，资本持续渗透于土地，形成土地金融市场。〔13〕 这就意味着，晚清抬垫既要面临各处

〔 7 〕　See Robert Ashton, “Revenue Farming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8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310, 310-311 
（1956）; George Matthews, The Royal General Farm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1.

〔 8 〕　See Noel Johnson and Mark Koyama, “Tax Farming and 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 in England and France”, 51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 （2014）.

〔 9 〕　See Robert Ashton, “Revenue Farming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8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10, 311 （1956）; George 
Matthews, The Royal General Farm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3, pp.248-262.

〔10〕　See George Matthews, The Royal General Farm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39-40, 
pp.49-50, pp.229-238.

〔11〕　参见［美］玛格利特 • 利瓦伊：《统治与岁入》，周军华译，格致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8-119 页。

〔12〕　参见左海军：《清中期以前中国传统钱业发展与性质演变》，载《学术探索》2018 年第 7 期；杨国安：《钱庄、票号与银行：清

代以来汉口金融业的发展与变迁》，载《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8 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13〕　参见龙登高：《地权市场与资源配置》，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第 2
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曹树基：《典地与典租：清代闽南地区的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载《清史研究》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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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势力的渗透，又要遭遇乡村复杂社会经济的抵制。

晚清巴县的抬垫，正处在这些复杂社会经济条件之中。一方面，与英法君主只需与若干个乃至单

个包税商签订协议这一情形相比，巴县知县和户房面对的，是在各自里甲承担抬垫任务的众多乡约、

粮役，以及他们背后的实际出资者——钱铺。即使是在金融业颇为繁荣的巴县，也很难有单个钱铺有

财力全额包揽全县的田赋及其附加税（可能高达数万两白银）。抬垫人及抬垫资金的分散化，既导致

知县面临监管难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抬垫机制的高效运行。另一方面，即使国家权力和金融资

本能够实现有效合作，抬垫在运行中却也遭遇了由具有强烈反控制性乃至欺骗性的乡村复杂社会经

济引发的种种征收困局。虚假业主身份、卖业留粮、押租制等一系列复杂安排，使得抬垫尽管能大体

上维持运转，却始终要面对其难以突破的结构性瓶颈。相对简陋的基层国家机器与高度复杂的民间

社会经济间的遭遇，是本文故事的起点，更是中国近代国家建设的一个独特起点。

二、抬垫的属性：征税与投资之间

（一）作为财政手段的抬垫

巴县档案中所见抬垫，一般包含如下操作：在撤柜（缴粮期限届满）之际，负有催征钱粮之责的乡

约或粮役针对本里甲尚未完粮的粮户，筹措银两代为缴纳，并从主管征收的绅局或户房获得被抬垫粮

户的粮票（完粮凭证），随后凭票向该粮户讨要本利；若粮户拒绝支付，则向保甲或团练等基层组织寻

求调解和催讨；若粮户仍拒绝，则将其告至衙门，请求知县介入纠纷。显然，这是一种拥有公权力保障

的基层赋税包揽。

尽管各类赋税包揽遍及清代各地，但巴档所见抬垫，仍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公开性、普遍性与制度

性。首先，尽管抬垫实质上就是非法的赋税包揽行为，〔14〕 但在县级层面几乎无人直接质疑其合法性。

在大量抬垫诉讼中，包括被抬粮户在内的当事人和处理纠纷的知县，都未曾点出抬垫本身的合法性问

题。其次，抬垫所涉及的粮户数量之多，也令人咂舌。抬垫遍及巴县各里各甲。在光绪朝后期和宣统

朝，负责催征的粮役在其每年提交给知县的、相应里甲被抬粮户的“抗粮”名单中，往往能够列出数十

乃至数百个名字。〔15〕 最后，由于每年均涉及众多粮户，抬垫以及抬垫纠纷的处理，也迅速形成一整套

制度化、例行化的流程，乃至话语风格。乡约或粮役在控告被抬粮户、请求偿还债务时，几乎都会强调

粮户的行为“藐碍国课，关系匪轻”，并请求知县严肃处理。〔16〕 历任知县在收到控告后，也几乎都在

第一时间例行发出签文，授权粮役凭签追讨债务，并授权将见签后仍负隅顽抗的粮户传至县衙受审。

巴县的抬垫，近乎清代基层赋税包揽的最极致状态。

巴县抬垫呈现出如此极端的色彩，与该地区在 19 世纪中叶以来所面临的日趋紧迫的财政压力相

关。太平天国运动对东南诸省的重创，以及临近各省发生的少数民族起义，导致了军需上的巨大缺口。

此时四川从一个受协省迅速转变为支出省。随后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以及各类对外赔款等因素，也

进一步加剧了川省财政压力。〔17〕 结果，清前中期统治者做出的“永不加赋”承诺，被实质性打破。尽

〔14〕　参见胡星桥、邓又天主编：《读例存疑点注 • 户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3-234 页。

〔15〕　See Bradly Reed, 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80.
〔16〕　例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54-01902。
〔17〕　参见何汉威：《晚清四川财政状况的转变》，载《新亚学报》第十四卷（1984），第 208-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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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在名义上不算入田赋正额，但每年例行“随粮征收”的津贴、捐输，实际上已是一种难以取消的田赋

附加税。

在各类田赋附加税中，捐输是额度最大的一种，因而征收难度也就最大。捐输的计征方法，是在

各粮户田赋正额基础上乘以一定比例或倍数。该比例或倍数根据各州县相应财力确定，因此并未齐

一。巴县作为素号殷富的县份，自然承担了更沉重的负担。摊派至巴县每一粮户的捐输额，明显高于

其他州县粮户。一般而言，在巴县历年捐输征收中，各粮户实际缴纳的捐输，少则是田赋正额的 3.50
倍，多则高达 9.59 倍。〔18〕 在战事紧张的同治三年（1864），巴县每两田赋实际所派捐输竟高达 16.5
两。〔19〕 因此，在捐输开征（始于同治元年）的最初几年，即发生个别粮户的暴力抗捐。〔20〕 本地绅士

也曾以捐输额度过高且并非正供为由，请求知县暂缓办理。〔21〕 因此，以捐输为代表的各类高额田赋

附加税，使得这时期广义的田赋在征收时面临着比之前更多的抵制。在这种局面下，若没有其他机制

予以弥补，知县必将面对财政亏空和行政压力。

抬垫正诞生于这一急剧加赋的背景之中。每年限期足额上缴正杂钱粮，不再是有名无实的中央

考核制度上要求，更是在本省督抚催促下必须完成的、紧迫的具体行政任务。因此，由基层催征者在

撤柜之际筹措资金补足所管辖区的未缴田赋，并由其在事后自行查找被抬粮户，追还本利，就成为一

个水到渠成的财政安全阀。尽管巴档中的抬垫现象可能最早出现于道光晚期，〔22〕 但作为一种常态化

和制度化的抬垫，可被认为产生于咸、同年间，并成熟于光绪年间。在早期的抬垫诉讼卷宗中，负责抬

垫的差役或乡约经常强调，是知县本人“饬令役等抬银垫纳，以便批解”。〔23〕 这正表明，抬垫形成的

直接动因，来自知县本人迫在眉睫的批解压力。

（二）作为投资手段的抬垫

如上所述，在国家的眼中，抬垫是一种为满足财政上紧迫资金需求，而由基层催征者承担包税义

务的征收手段。但这一视角无法穷尽抬垫的全部意涵。正如西方税收史所揭示的，包税制的前提之一，

是社会中存在手握大量资金的包税商，只有这类人才有能力向统治者预付税款。〔24〕 在中世纪和早期

现代欧洲各国，由银行家承包若干省份乃至全国范围特定税种的做法，曾大行其道。〔25〕 这一视角，有

助于我们在“国家”领域之外，观察到抬垫背后的资本流动。

同样，晚清巴县的资本市场也深度介入当时的财税体系。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港口和商贸中

心，19 世纪巴县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复杂金融市场。至迟在鸦片战争前后，巴县金融市场就形成了以

票号、钱铺和当铺三类机构并存而又互补的格局。这三种机构都以各自方式介入巴县乃至四川全省

的财税体系。〔26〕 三者中介入基层田赋征收的主力，则是钱铺。

钱铺在介入田赋征收时具有天然的便利条件。它们遍布巴县城中各坊及城外各里场镇。这意味

〔18〕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38-341 页。

〔19〕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23-01278-2。
〔20〕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7-027-09070，清 006-027-09088。
〔21〕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23-01278-1。
〔22〕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07-00604，清 006-007-00610。
〔23〕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08 页。

〔24〕　参见［美］玛格利特 • 利瓦伊：《统治与岁入》，周军华译，格致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1 页。

〔25〕　参见［美］托马斯 • 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第 2 版），郭台辉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6 年版，第 80、143 页。

〔26〕　参见重庆金融编写组编：《重庆金融》（上），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7-78、83-84、88-89、2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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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无论就空间关系、人际关系，还是经济关系而言，钱铺都与各里甲粮户有着较紧密的联系。抛开法

律不论，对于钱铺来说，最理想的介入财税方式，自然是由其直接包揽赋税。在巴档中，亦有少量有关

钱铺直接面向粮户包揽田赋的记载。

不过，钱铺的直接包揽却未必完全符合知县的利益。一方面，在合法性层面上，由钱铺这类非官

方主体揽纳田赋，属于受明清时期中央政府重点打击的、过于明显的包揽行为。这就迫使州县官在遭

遇此种案件时，不得不表现出严格执法的姿态，进而对钱铺利益构成威胁。在光绪五年（1879 年），巴

县知县在处理一个钱铺包揽案时，就明确批示该行为“大干例禁”。〔27〕 另一方面，就征收的实际风险

而言，由于钱铺属于民间机构，并不服从官僚制内部的行政指令，所以这种包揽始终会面临如下问题：

在缺少知县直接行政控制的情形下，钱铺所包揽的款项是否会按时、足额缴至官府。同治十年（1871
年），一家名为刘两仪的钱铺拒绝向户房上交其所包揽的部分津捐银。其理由竟是已故户房典吏曾从

该铺借银未还，所以刘两仪从本应足额上交的津捐银中扣除相应债务。〔28〕 换言之，若田赋交由卷入

各种经济关系，且不受官府直接行政控制的钱铺来包揽，知县就不能获得绝对的财政安全。

结果，由更便于行政控制的乡约或差役出面抬垫，由钱铺在幕后出资并牟利，就成为符合各方利

益且得到各方默认的妥协模式。对钱铺而言，新模式避免了自己直接出面包揽，因而有利于规避法律

风险，其代价则是部分利润被乡约、差役乃至知县分享。对知县而言，抬垫也意味着法律上和实际管

控上的更高安全性。一方面，抬垫的违法性从外观上看并不明显。抬垫并未完全取代自封投柜的这

一法定征收制度，而仅是在撤柜时要求由乡约或粮役补足相应里甲的欠缴额度。因此，抬垫也像是征

收工作的自然延伸。正是抬垫这种介于征收与包揽之间模糊性质，使得知县本人被追责的概率大为

降低。另一方面，无论是作为基层组织首领的乡约，还是在城乡各处执行知县所下任务的差役，都具

有一定的官方身份，需要服从衙门的行政控制（知县甚至可对催征不力的差役施加体罚〔29〕）。由这类

人员承担抬垫责任，能使知县获得管理和经济上的更高安全性。

由于抬垫的名义责任人是乡约或粮役，且抬垫纠纷发生时，亦是由他们向知县提起控告，所以在

巴档的抬垫诉讼文书中，很少有文字直接暴露作为幕后投资人的钱铺。但乡约或差役在起诉时，常

会强调自己用于抬垫的银两，系借贷而来，而被抬粮户的“抗粮”举动，则导致乡约或粮役本人陷入债

务危机。〔30〕 抛开其中修辞性成分不论，这些文字至少能证明金融力量对抬垫的介入。知县一般也

知晓大部分抬垫资金并非源自抬垫者本人，而是来自钱铺这类放贷人。在光绪十八年（1892 年）的一

起抬垫纠纷中，知县在被抬粮户提交的诉状上就批示：“且差役抬垫银两，多由借贷而来，亦难令其陪

累”。〔31〕 此外，一个合理的推断是，部分粮役可能自己就开设钱铺，并以此经营抬垫业务。〔32〕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十月底一份由举人高志霖、刘翰等 16 人提交新任知县傅松龄的请愿书，

更清楚地展示了抬垫事务中知县、粮役与钱铺间的“精诚合作”。这份材料以最极端的案例表明，在州

县官面临急迫的财政需求时，钱铺是如何强势介入财税体系并获取高额利润的。由于前任知县霍勒

炜在该年急于卸任和交代钱粮，所以撤柜日期相比往年被提早十余日。各里甲粮户赶赴完粮不及，遂

〔27〕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37-639 页。

〔28〕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0-14665。
〔29〕　例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0-14638-2。
〔30〕　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015638-2。
〔31〕　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20-621 页。

〔32〕　See Bradly Reed, 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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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大量抬垫。霍氏在撤柜时，直接将欠缴粮户的数千张粮票交给粮役头目，由该役将粮票抵押于钱

铺，以换取银两缴清钱粮。霍本人得以顺利离任。但钱铺和粮役此时趁着新旧知县交接期的监管真

空，对各粮户收取数十倍的重利。请愿者请求新知县下令严格执行清律中 3% 的月利标准，并允许被

抬粮户直接赴户房完纳本利、收取粮票，从而绕开钱铺和粮役的磕索。〔33〕 但由于钱铺已为抬垫支付

了数千两资金，所以它们几乎不可能在未获偿还的情况下，就将作为抵押物的粮票还给户房，也不可

能同意由户房代替自己收回债权。结果，傅知县亦只能批示到：“所请之处，未便率准”。〔34〕

巴县的抬垫责任人从最初的乡约逐渐变成粮役这一事实，也与抬垫对钱铺资金的依赖紧密相关。

如上文所言，知县命令粮役实施抬垫的原因之一，在于可借助体罚这类手段，对抬垫施加更严的监管。

然而，更为重要的缘故，则是相比散处乡间各处的乡约，粮役因与县城或各场镇钱铺有更紧密的联系，

甚或自己就可能经营钱铺，所以拥有更丰富的资金渠道来为抬垫注资。负责抬垫的粮役动辄将所管

辖区内数十户、上百户粮主告上县衙，而资力有限的乡约只能将寥寥数户乃至一户告上衙门。即便如

此，乡约仍然会抱怨自己因抬垫而陷入经济困难。〔35〕 因此，尽管同治朝的抬垫多由乡约完成，且光绪

朝初期也有这种情形，但至迟从光绪十年（1884 年）起，粮役便成为催征和抬垫的绝对主力，乡约此时

仅承担辅助催征之责。〔36〕

（三）资本的利润：利息问题

作为一种投资行为的抬垫，其利润的表现形式，便是粮役在向被抬粮户追偿债务时所要求的利

息。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清代国家法对民间借贷的利息，有着两个限制：月利不得超过 3%，以及

利息总额不得超过本金（不论实际借期之长短）。〔37〕 在抬垫中，资本的逐利本性与《大清律例》的严

格限制，处于紧张而又微妙的关系之中。

考虑到抬垫的投资属性，其所收利息应不至于过度背离清律所设的月利三分限制。由于乡约或

粮役在其控告拒偿债务之粮户的文书中，一般只写明粮户所欠粮额，而不写明他们欠下多少利息（可

能是有意隐瞒），所以要准确计算出大多数抬垫的实际利率，是一件难事。不过，一个合理的推断是，

多数抬垫收取的月利，即使高于 3%，也不至于超出过多，以致令粮户无法忍受。在巴县，抬垫是一项

长期性投资，而非一次性敲诈。对钱铺这类极具经济理性的投资者而言，想要让自己的抬垫生意维持

长期稳定，就必须确保粮户在遭遇抬垫时的反应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而不是动辄被粮户以敲诈勒索

的罪名指控至衙门。因此，抬垫利率必须具有一定的市场规律性和稳定性，以便符合多数粮户预期，

从而令抬垫机制长期运转并持续制造利润。作为参考，在巴县各种金融业务中，经营短期借贷的当铺

所收月利最高，一般为三分或稍高于三分。〔38〕 抬垫一般发生在撤柜的八月，此时也常是重庆银根最

紧俏时期。〔39〕 而巴县全境的抬垫所须本金往往高达数千两，且原则上必须一日抬完。这进一步加剧

了对银钱市场的短期资金需求，也就进一步抬升了利率整体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银根紧俏

〔33〕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34-635 页。

〔34〕　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35 页。

〔35〕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07-00610，清 006-030-14556，清 006-030-14588-2，清 006-030-14668，清
006-026-06106，清 006-030-14712。

〔36〕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3-04243。
〔37〕　参见胡星桥、邓又天主编：《读例存疑点注 • 户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1 页。

〔38〕　参见重庆金融编写组编：《重庆金融》（上），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5 页。

〔39〕　参见重庆金融编写组编：《重庆金融》（上），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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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短期信贷业务，抬垫利息突破月利三分的法律限制，达到甚至略微超过本地典当业的利率水准，

便符合市场规律，也能得到多数粮户的接受。尤其对那些居住在偏远乡村且自身粮额又较小的粮户

而言，与其耗费人力和路费去亲自缴纳区区几钱的田赋，不如等到撤柜后由粮役亲自来乡间向其催

讨，此时的利息完全可视作给粮役的辛苦钱。尽管少数乡约、粮役或钱铺在贪欲驱使下对被抬粮户盘

剥远高于正常范围之重利一事，确实偶有发生，〔40〕 但这应该不是抬垫的常态。

最后，对知县而言，在抬垫后允许收取较高利息，也利于激发乡约或粮役（及背后的钱铺）在抬垫

上的积极性，从而确保官府的财政安全。这种利益上的契合，使得绝大多数知县在处理抬垫纠纷时，

并不会主动关注其中的利率问题。巴县知县对抬垫利率最严肃的一次整顿，可能发生在光绪三十一

年（1905 年）上半年。当时知县唐柏森曾明确下令，在授权粮役催讨抬垫本利的签文中，“宜注明只准

三分息，不许多索”，且这时期的相关签文亦一度写明了三分月利。〔41〕 然而，在整个晚清时期，大部分

的催讨签文，一般仅是笼统地警告粮役“毋得藉签索延，滋事干咎”。〔42〕 甚至连粮役的可怖“爪牙”形

象，本身就被知县视为一个威慑粮户、驱使其及时完粮的手段。〔43〕 

三、抬垫纠纷的类型学：晚清基层包税制度的实态和困境

巴县档案中的抬垫记录一直延续至宣统三年（1911 年）。这表明在整个晚清时期，抬垫都得以相

对有效运行，并基本实现了一方面保障州县财政安全，另一方面维持抬垫责任人之抬垫动力的目的。

然而，巴县档案中的大量抬垫诉讼，则表明抬垫事业并非一帆风顺。这些诉讼记录表明，乡村社会经

济生活的复杂性，成为影响抬垫运行的最主要结构性阻力。这里所谓复杂性，既是指或真或假的家族

经济组织超出了赋税制度设计者对粮户形态的原初想象，又是指民间地权结构的高度复杂性，更是指

因如上诸种复杂性而引发的官方掌握的粮户、地权信息与民间实况间的严重脱节问题。这就使得官

府在管理户籍、地权，以及征收田赋时，时常陷入困难。更有甚者，部分民间“习惯”，实际上是准确地

针对赋税体制而产生的避税手段。于是，抬垫虽得以长期维持，却始终无法以期待中的流畅方式运转。

（一）滥用堂名与抬垫困局

土地业主在县衙登记户名和田赋额度时，使用的是堂名而非真实姓名，是粮役向知县长期抱怨的

一个抬垫难题。堂的最初含义，应是宗族成员兴建的用于祭祀的祠堂。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堂这一

血缘组织衍生出更复杂的功能。据学者观点，在缺少现代公司法的背景下，明清时期的堂承担着家族

资产集结、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纵横向一体化等经济职能。〔44〕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堂在宗族不甚发达的巴县农村经济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相反，巴县抬

垫诉讼中不断出现堂这一缴粮主体的事实暗示到，堂对于土地业主而言更像是一种避税工具。巴县

〔40〕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86、632 页；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

档案号清 006-033-04341-2。
〔41〕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3-04329-20，清 006-033-04329-21。
〔42〕　例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25-04330-3。
〔43〕　See Bradly Reed, 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90-91.
〔44〕　参见［英］科大卫：《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周琳、李旭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6-88 页；［美］曾小萍：《自贡

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董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4-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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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的堂可能既不对应任何现实的祠堂建筑，又未必对应任何实质性的血缘经济组织。堂仅是存

在于廒册（户房保管的实征钱粮册）上的名义纳税主体。一个业主既可能在廒册上仅注册一个堂名，

从而完全掩盖本名，又可能在其真实户名之外，另立一个或多个堂名，并将其土地和赋税分散在不同

户名下。堂名的滥用，导致廒册上的粮户信息严重失真，从而为躲避赋税创造便利。首先，为某块土

地在廒册上登记堂名，且不注明姓氏，便于在未来发生土地交易时避免契税缴纳。由于官府经常不知

交易已发生，甚至不知或忘记该堂名对应的原主是谁，所以新业主可以直接伪装成原堂主人，以该堂

名缴纳田赋。只要田赋持续缴纳，交易就不会被发觉，也就不会被户房追缴契税。〔45〕 其次，在田产于

廒册内被分立多个户名（堂名）的情形中，业主可能仅就其中一、二户纳粮，其余堂名下的粮额则“不

认不还”，“久之无可稽考，而所分之户钱粮亦无可着落”。〔46〕 最后，即使廒册上某些堂名的确对应现

实中的某些家族组织，但由于完粮责任没有落实到任何具体自然人或家庭之上，所以可能会发生没有

任何家族成员愿意承担完粮责任，或部分家族成员拖欠相应额度的情形。

上述第二种情形，即“巧立堂名，丢粮不上”，在巴县档案中有着生动的反映。自同治四年（1865 年）

以来，直里七甲的乡约和粮役都在为廒册上一个名为“福炳堂”之粮户的二分钱粮抬垫。由于是堂名，

粮役难以觅得真实业主，以致 40 余年来抬垫本利均未收回。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经总役范

青清查，才发现该甲粮户熊德安的缴粮记录颇为可疑：熊家正是在同治四年分为四房，熊德安系其中

一房，当年阄书写明各房今后应均分原家族承担的粮额，即每房一钱二分；但粮票显示熊德安每年完

粮仅一钱整，剩余二分不知去向。范遂将熊德安告至县衙，并认为粮额为二分的福炳堂，实际上就是

熊德安为逃赋所立。在经过对粮役、熊德安及其亲属的调查和审讯后，官府确认到，在同治四年熊家

分家之际，熊德安一房将其所承担的一钱二分粮额中的一钱以本名登记于廒册，将剩余二分以福炳堂

之名义注册，以致“少上贰分竟成游粮”。〔47〕 由于知县认为抬垫周期过长，“若照本利核算，则为数已

多，殊难追缴”，所以他判令熊德安仅须偿还历年抬垫本金，但“以后丁粮熊德安上足壹钱贰分”。〔48〕 
本案是典型的将部分钱粮另立难以查实的堂名，从而逃避赋税的例子。在其他的卷宗，堂名也经常出

现在乡约或粮役提交的“抗粮名单”中。〔49〕

（二）复杂地权与抬垫困局：土地交易后的粮额转移问题

在清代，所有田土交易均须赴官投税（缴纳契税）和推收（转移粮额）这一制度要求，与民间长期

存在大量白契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背离。在现实中，为躲避契税，大量田土交易长期以白契形式

存在。这些交易一方面未经投税，另一方面也几乎没有经过推收。在四川，地方官卸任前“打折”征

收契税的“炮税”做法，〔50〕 更有可能加剧手执白契之民众平时对投税和推收的观望态度。

大量土地交易未经官府登记，其粮额亦未在廒册上转移这一事实，导致基层征收和抬垫时常陷入

找不到纳粮实际责任人的困境。在交易习惯中，原业主在收足价银，并将签押好的白契交予新业主后，

便不再过问之后事宜。投税和拨粮的责任人均是新业主。新业主有时就会趁原业主不知情，不及时

〔45〕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99 页。

〔46〕　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99 页。

〔47〕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3-04339。
〔48〕　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3-04339-11。
〔49〕　例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9-17945-4，清 006-054-01009-3。
〔50〕　参见赖骏楠：《清末四川财政的“集权”与“分权”之争：以经征局设立及其争议为切入点》，载《学术月刊》2019 年第 8 期，

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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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税和拨粮。结果，廒册上显示的完粮责任人仍是原业主。在新旧业主都没有替这块土地缴纳钱粮

时，就会发生抬垫。当抬垫的乡约或粮役尝试追讨时，原业主会以自己不是实际业主为由拒绝偿还抬

垫本利。而新业主要么难以找到，要么即使被找到，也可能会以自己不是廒册上登记的完粮责任人为

由提出抗辩。纠纷至此只能以诉讼解决。光绪二年（1876 年），智里十甲乡约宋玉堂为一个册名为苏

锦堂的粮户抬垫六钱六分。在清查时，因粮户是堂名，较难追查，宋只找到了耕种田地的佃户何正川。

但何不愿披露业主真实身份。乡约和粮役只能将苏锦堂和何正川同列为被告，向县衙提起诉讼。经

反复询问，何才交待，该业已由苏锦堂卖与新业主黄二太太，但后者尚未投税和拨粮。〔51〕 在本案中，

新业主显然是有意延迟投税和拨粮，并利用其对佃户的经济权力，要求后者不得对官方泄露实际发生

的土地交易信息。而原业主则是以堂名登记于廒册，抬垫人要寻找堂背后的真实自然人或家庭，亦非

易事。若非作为唯一线索的佃户迫于官府压力最终开口，那么抬垫人可能最终仍一无所获。

然而，上述案件所显示的，仅是土地交易后粮额转移问题中最简单的一类。在许多情形下，新业

主不去拨粮或仅拨部分粮，实际上是交易双方约定的结果，从而成为一种叫作卖业留粮的习惯。这实

际上是一种以高度市场化方式形成的避税方案：首先，为逃避契税，买家可能以稍高于市场价的价格

购买土地，而卖家因贪图小利亦往往同意此方案，并放任对方不去投税；其次，在双方的约定下，买家

能够凭借明显高于市场价的金额，要求卖家接受该田地既不投税又不拨粮，且未来田赋仍完全由卖家

承担的方案；最后，双方甚至可以约定更复杂的避税方案，亦即将一部分粮额拨入买家户名，剩余粮额

留在卖家名下，且拨粮的具体额度，则根据买家的报价而定（若出资高，则拨粮少；反之亦然）。〔52〕

很显然，卖业留粮会给官府和抬垫人制造几乎无穷无尽的麻烦。它导致名义上的完粮责任人与

其实际产业和资力间的巨大背离，也导致名义业主与实际业主间严重的赋税不均，并最终导致抬垫及

其纠纷。卖业留粮常导致卖主陷入有粮无业以致无力完粮的境地。一旦他们逃逸所属里甲，田赋即

归于无着。〔53〕 在巴县，粮役须为这些游粮全盘抬垫。当抬垫后的粮役赴乡清查和追讨时，就会发现，

若按廒册或粮票上的户名寻找，结果常是一无所获。〔54〕 
即使粮役能将新旧业主双双查获，乃至将其告上县衙，官府也未必能撼动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这一

交易和租税格局。例如，光绪年间，廉里六甲符照先原载钱粮一分六厘余，其业后扫卖与汤光来，却只

拨粮一分，从而构成卖业留粮。但符照先由于实际上失去田业，所以长期拒缴剩余六厘余钱粮，结果

被粮役连年抬垫。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在查明卖业留粮的事实后，粮役催促两家拨粮，但“伊等认

拨不拨，彼推此卸”。粮役也试图向买主讨还抬垫本利，但后者将偿还责任“奸推卖主”。无奈之下，粮

役只得在是年四月将两户告至县衙。〔55〕 知县很快发出签文。然而，粮役在该年九月却再度控告双方

当事人“藐签具文，互推拖今，局抗悬粮不拨”。〔56〕 知县亦再度批准签文。交易双方之所以在本案中

表现如此强硬，是因为他们约定的卖业留粮方案，已实现了符合市场规律的一种利益对等或均衡，从

而较难通过非市场手段予以调整。对买方而言，他实际上是通过在正常价格基础上增加一笔金额的

〔51〕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3-04203。
〔52〕　参见周询：《蜀海丛谈》卷一“田赋”，文海出版社 1973 年影印本；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21 页。

〔53〕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21 页。

〔54〕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00 页。

〔55〕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3-04336-2。
〔56〕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3-04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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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换取免于缴纳涉案田地之部分田赋的权利；对卖方而言，为了获得这笔多出的现金，他就必须

承担未来继续缴纳未拨钱粮的义务。在这种局面下，除非粮役能够令卖方退还并令买方接受高出正

常价的那部分价金，否则（从纯经济角度而言）买方不可能接受拨粮，也不可能愿意偿还根据约定本应

由卖方承担的抬垫债务。换言之，在官方眼中可能是极为诡异的卖业留粮，实际上有着强大的市场逻

辑和强制力，而且与地方财税安全发生结构性冲突。

（三）复杂地权与抬垫困局：押租制下的佃当之辨

作为一种盛行于清代四川的地权安排，押租是指名义上是佃户的钱主在承租土地时，必须一次性

付给地主若干押金的习惯。研究表明，押租制实际上是高度发达的土地金融市场的产物。在押租中，

押金与地租的支付比例绝非任意，而是有严格规律可循。押金实际上意味着对原本在未来才交纳之

地租的变现：钱主支付押金越少，日后支付的地租就越高；押金支付越多，未来须付的地租也就越少。

当押金增至钱主在未来无须支付任何地租时，钱主即可独享土地收益。此时所谓押租，实际上就是土

地典当。〔57〕 
作为一种投资和融资手段的押租制，体现着清代农村经济中或许超出今人想象的严丝合缝乃至

可计算的合理性。然而，这种民间经济的合理性，从官方视角看来却颇不合理。在一般的缴粮规则中，

“其完粮纳税，皆业主事，佃户不问也”。〔58〕 问题在于，在押租制背景下，若一味坚持这种业主负责制，

可能导致租赋关系的极度不合理状况。一旦佃户支付了高额押金，那么业主就只能收取极少地租，乃

至不能收取地租。此所谓明佃暗当、明佃暗卖。这种安排，一方面确保了佃户 / 当主“安然无累”，“故

多有积金数千以至巨万，仍以当户（或佃户）自居，不肯出余资购业，以冀幸免征徭，其藏身可谓巧且固

矣”；〔59〕 另一方面则导致业主在几乎无租可收的局面下仍须完粮。一旦“业户生机窘迫乏，每岁拖欠

征粮，催不应纳”，抬垫及其纠纷就会产生。〔60〕 正如光绪三十年（1904 年）怀石里左班总役姜林在一

份禀文中所描述的，孝里六甲粮役在给粮户赵祥云抬垫后下乡催询，结果发现赵已亡故，其遗孀赵吕

氏接受了两家佃户的加押，导致“明佃暗买，无出完粮”，而赵吕氏家中“且不举火”；粮役找到佃户后

向其要求完纳，但后者显然“横估不遵”。因此，总役只能将名义业主赵家和两个“恶佃”一起告上县

衙。〔61〕

由于四川各地普遍存在明佃暗当导致的业主缴粮困难问题，且这一问题随着晚清田赋附加税率

的不断上升而显得愈加严重，官方亦不得不打破惯常的业主责任制，并制定出由土地实际收益人分担

责任的变通规则。光绪年间的捐输章程，即明确规定：“凡载粮较多之户，每有业当粮存，明佃暗当，空

负粮名，利归佃当者……由每年获利之人认捐，以昭公允”。〔62〕 该规定突破了将完粮责任系于名义业

主一人的限制，并将土地实际收益人认定为完粮责任人。在巴县，征收机构在查实明佃暗当后，即转

而向当主征收全部正杂钱粮。这一做法甚至得到民间认可。〔63〕 
以上规定表明，官方在意识到明佃暗当这类复杂地权对基层财税构成的困扰后，愿意尝试对征收

〔57〕　参见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第 2 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8-30、200-294 页。

〔58〕　宋育仁总纂修：《重修四川通志稿（外一种）》食货志二“田土亩石主佃分租纳税概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 年影印本。

〔59〕　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51 页。

〔60〕　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52 页。

〔61〕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3-04335。
〔62〕　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30 页。

〔63〕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3-042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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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适度变通。然而，由于对地权的复杂性和灵活性预估不足，这些措施仍带有僵硬色彩，从而不能

实现征收和地权之间的流畅对接。在理想状态下，押租制可表述为一个押金与地租间有着严格数学

对应关系的函数。这意味着，押金与地租间关系的变动图谱，与其说可划分为某些黑白分明的地权性

质（如租佃或当），毋宁说处于一个流畅渐变的连续体中。这就导致押租制下的佃与当在本质上并没

有绝对清晰的界限（且官方亦未划定界限）。而民间语言对这些概念的混用，更是加剧了问题的复杂

性。在对疑似明佃暗当的交易展开调查时，如下问题无疑会困扰知县：究竟是钱主所交押金高至田主

无法收取任何地租这种最纯粹情形才能叫作当，还是钱主支付高额押金后田主仍可获少量地租这种

模式也可叫作当？此外，对于那些通过加押而获得当主实际利益的“佃户”而言，由于他们仍在使用

原来那张名义上的租契，且更愿意自称为佃户而非当主，官方在调查中就更易陷入名实不符的困境。

巴县档案中的一个具体案例，能生动地说明这种因佃当间界限模糊，给抬垫者追收本利造成的困

扰。自光绪五年（1879 年）起，廒册上载粮五钱九分的粮户刘旭亭长期拖欠钱粮，负责抬垫的粮役全福

泰只得于光绪十年（1884 年）将刘控告在案。在随后调查中，粮役发现刘旭亭因长期出外经商，实际

上已将其名下每年收益为 200 余石的田地，以收取押银形式“当”给杨新亭、杨文炳堂兄弟二人耕种。

在监保予以调解时，众人皆认为抬垫本利应由“当主付给”。〔64〕 但杨姓兄弟却拒绝支付。在其提交

的状纸中，他们强调自己与刘旭亭的关系是“押佃”，并以此声称“今旭亭果否抗粮不上，原与民等佃

户无涉”。〔65〕

那么，杨新亭、杨文炳究竟是佃户，还是当主？对此我们可以做一粗略计算。根据两人诉状中

的说法，刘旭亭田业的总押银为 2700 两。根据当时的交易习惯，在投资土地时，一般追求以五年

左右期限收回成本。〔66〕 换言之，本案中两名投资人在交易后的头五年中，每年至少要获得 540 两

（2700÷5=540）的土地收益。而相应田地每年的总收益为“二百余石”。若以 250 石计，再结合当时每

石约 2.1 两的谷价，〔67〕 则土地每年总收益折合银两为 525 两。可知，支付了高额押金的投资人每年

须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540 两），可能已略微超过了土地实际所能提供的总收益（525 两）。在这种局

面下，投资人不可能允许从土地收益中分出任何部分，作为地租交给已收取超额押金的业主刘旭亭。由

于杨家兄弟二人无须向刘旭亭支付任何地租，所以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当主，而非他们自己声称的佃户。

尽管熟悉本地情形的粮役和监保，对涉案地权的性质做出了正确认定，但外省籍的知县却未必

熟悉押租制的门道。此外，由于两位投资人在诉状和堂迅中始终坚称，自己是“佃户”，其所支付押银

并非当价，且“纳粮应该业主，与民无涉”，所以这些言辞也可能对知县的判断造成干扰。〔68〕 在本案

最后一次堂迅中，知县仍未采纳粮役的说法，而是将杨家兄弟认定为佃户。考虑到业主刘旭亭因生意

亏损、负债累累，无力偿还抬垫资金，知县断令由刘向“佃户杨新亭”加收押银 100 两以偿还抬垫。作

为加押的代价，知县还命令刘旭亭未来每年少收取（原本就无权收取的）五石租谷。〔69〕 如上文所言，

在本案中，由于每年土地总收益本已无法弥补投资方每年须收回的成本，业主也早就无权收取任何地

〔64〕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3-04243-24。
〔65〕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3-04243-27。
〔66〕　参见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第 2 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92-294 页。

〔67〕　粮价信息源自“清代粮价资料库”（http://mhdb.mh.sinica.edu.tw/foodprice）。因该数据库只提供米价数据，本文对该时期谷

价的估算方式，是对米价（2.8 两 / 石）乘以 75%。

〔68〕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3-04243-34，清 006-033-04243-35。
〔69〕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3-042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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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所以加押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能。知县的判决，实际上是以公权力强制已支付超额押金的投资人，

向业主进一步无偿支付用于偿还抬垫的资金。但是，尽管杨新亭必须支付 100 两银子，他通过本次判

决，却收获了至关重要的利益：由于被认定为佃户，所以可以长期规避赋税。本案堂迅后真正受到重

创的，实际上是未来仍须向业主刘旭亭催征和抬垫的粮役：由于刘已身负重债，所以不具有缴纳钱粮

或偿还抬垫的能力；但若向耕管田地的杨家兄弟追讨，他们就会以已得到知县确认的“佃户”身份，

提出有力抗辩。本案表明，知县由于对地方性知识缺乏充分理解，所以未必能对押租制背景下佃与

当予以有效区分。但如果不能有效查实普遍存在的明佃暗当交易，基层征收就仍可能遭遇结构性的

抬垫陷阱。

（四）粮役的诉求与极端措施

堂名、卖业留粮、明佃暗当等安排，导致官府掌握的户籍和地权信息与实际状况的严重脱节，以及

土地收益与赋税负担间各种错综复杂且不合理的关系。在四川各地，几乎都存在无从收缴的游粮或

滥粮问题。一方面，粮役常常难以查找到堂名背后的自然人或家庭，一旦这些堂所载钱粮无人上纳，

粮役只得为其抬垫，且难以追回本利；〔70〕 另一方面，卖业留粮、明佃暗当等交易模式，也导致名义业主

在实质上丧失土地收益的情况下，仍须承担晚清时期不断加重的田赋负担，一旦业主没有其他收入来

源或者直接离开所属里甲，那么粮役就只得为其抬垫，且无法收回资金。〔71〕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巴县粮役集体向知县声称，他们每年被迫抬垫的游粮，已高达“千余”两。〔72〕 大量游粮的存在，一方

面使得抬垫者要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维持粮役及幕后钱铺的抬垫积极性，从而间

接威胁知县本身的财政安全。

由于粮役是游粮问题的直接受害者，所以他们也就经常以急迫的姿态，请求知县采取措施解决该

问题。但知县的回应则相对消极。在同、光年间，粮役曾多次集体请求知县下令禁用堂名，也曾要求

饬令户房公开廒册，“将游粮各户历年如何划拨履历指出，以便清查，而除积弊”。〔73〕 除了在同治十三

年（1874 年）知县曾发布告示，下令田地交易不许使用堂名，在大多数场合，知县都回避了粮役提出的

禁用堂名和清查廒册请求。〔74〕 结果，相关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很显然，堂名始终没能得到禁绝，

否则粮役就不可能直到光绪末年仍对此怨声连连。

粮役们心心念念的廒册，实际上也未必能成为解决游粮的灵丹妙药。一方面，如学者所言，在清

代中后期各地作为征收依据的钱粮册或实征册，已沦为户房私册，甚至连州县官本人亦不便对此过

问。〔75〕 结果，尽管廒册二字在巴县档案各类文件中频繁出现，但包括知县和粮役在内的户房以外人

员，实际上都难以一睹其真容。因此，粮役提出的要求户房公开事关本房根本经济利益，且平常秘不

示人之廒册的请求，无疑让知县颇感为难。具体到抬垫问题上，若廒册公开，且粮役发现部分游粮的

真实完纳责任人已绝无可能找到，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拒绝对这些游粮抬垫，从而将征粮和批解负担转

〔70〕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23-01083；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01、602、603 页。

〔71〕　参见周询：《蜀海丛谈》卷一“田赋”，文海出版社 1973 年影印本；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02、621 页。

〔72〕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03 页。

〔73〕　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00 页。

〔74〕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00-604 页。

〔75〕　参见周健：《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94-3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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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给户房。所以，在廒册是否公开一事上，户房和粮役间存在根本利益冲突。

另一方面，正如本文所揭示的，由于乡村社会经济的反控制性，以及粮户和赋税登记操作中针对

官府的欺骗性，廒册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真实反映实际地权状况。难以根除的腐败因素，也导致户书

在受贿后替业主进行不实登记，从而进一步加剧廒册失真问题。〔76〕 廒册质量问题，最容易在户房新

旧典吏交接时暴露。光绪十七年（1891 年）三月，户房新任典吏彭焕彩向知县报告：前任典吏移交自

己的上年廒册，“推拨条粮舛错甚多”。〔77〕 宣统元年（1909 年）因部分廒册“遗失”而引发的一场纠纷，

更是将整个县衙对关乎“皇粮国课”之廒册的实际态度，暴露无遗。在这起乌龙事件中，掌管廒册的

户房与协助保管的仓房，皆指控对方须为暂时不见踪影的远年廒册承担责任。但实际上，这部分廒册

应是被户房火夫私自从仓房挑走，并堆集在巷子中，且状况不容乐观：“鼠咬虫伤者固多，而断柬残牍

亦复不少”。〔78〕 可以想见，鉴于廒册的信息失真和保管不善问题，即使粮役获得查阅权限，游粮问题

也难以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

鉴于通过上书知县请求户房配合调查游粮这一方案所遭遇的重重困难，粮役为挽回抬垫损失，

几乎无可避免地要采取某些极端措施。粮役经常会将抬垫无着的游粮，转嫁于其他能够找到的粮户。

巴县档案中有不少粮户对粮役“藉粮飞磕”的指控。有时粮役所磕索的粮户，与游粮户名间看不出任

何联系。同治十三年（1874 年），乡约杨荣森指控粮户严永清被抬垫后拒还本利。但在堂迅时，知县发

现，原来是杨荣森无故执孝里二甲积福堂名下游粮，磕索严永清铜钱二十余串。〔79〕 更多时候，粮役会

寻找姓名与游粮户名相近的粮户下手。光绪元年（1875 年），粮户陈裕顺向知县控告道，乡约丁秀山诬

称其即是某游粮户主陈玉山，并向其追索抬垫资金。在由团练安排的调解过程中，即使陈裕顺公开展

示了自己产业的全部契据，以表明其田产与陈玉山毫无关联，丁秀山却仍声称“给银方休”。〔80〕 光绪

二十一年（1895 年），寡妇邓刘氏将粮役藉粮飞磕行为告至重庆府衙。经查实，粮役乃是将一游粮之户

名邓玉峰，张冠李戴为邓刘氏亡夫邓溥轩，并以此先后向邓刘氏家索取铜钱 4300 文。〔81〕

至清末，游粮及由此衍生的藉粮飞磕问题，仍在困扰着知县、粮役和粮户。宣统三年（1911 年），刚

组建的差遣队（其人员多来自原差役），一方面继续上书知县，请求将游粮问题提交参事会这一新式自

治机构商议，另一方面却仍在以飞磕方式实施“私力救济”，并遭到粮户控告（最后一份这类控告的提

交日期，甚至是武昌起义爆发数日后）。〔82〕 抬垫乱象，便这样伴随着清王朝从同治中兴陨入辛亥之变。

四、结论

在清代法律表达中，抬垫从一种应被禁止的包揽，逐渐演变成一种应受限制的借贷，从而获得了

更大的合法性空间。除了清律中的纳揽税粮律，同治年间的《户部则例》也明确禁止抬垫。〔83〕 但在

〔76〕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01、602 页。

〔77〕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99 页。

〔78〕　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54-01006-5。
〔79〕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30-14712。
〔80〕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07 页。

〔81〕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10-611 页。

〔82〕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档案号清 006-054-01026，清 006-055-02095。
〔83〕　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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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更新的新政时期，四川总督、布政司、按察司和谘议局，都曾提出过规制抬垫的章程或法案。这些

省级方案并未直接禁止抬垫，而是以更务实的态度，在承认抬垫必要性的基础上，对抬垫时间和利息

等事项做出明确限制。〔84〕 法律的变化，意味着抬垫作为一种早期现代财税汲取手段，其作用已得到

晚清统治精英的认可。

在早期现代这一共同语境中，中西方的包税机制，都起到了在税收官僚制尚未成熟之际为国家

建设汲取资金的任务，从而具有历史合理性。当代研究中常被视为恶政的抬垫，实际上对于政府、抬

垫人和基层民众这三方而言，都体现出足够的正面作用。对政府而言，在前现代行政机器尚不足以完

成突然增派之加赋任务的情况下，借民间力量先行垫付资金，几乎成为解决财政上燃眉之急的唯一选

择。对抬垫人而言，由于所得利息颇高，且能获得官府权力的支持，所以抬垫也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

长期投资事业。对广大被抬粮户而言，抬垫所收取的稍高于本金之 3% 的月利，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横

征暴敛。简言之，在国家权力、基层金融和普通粮户三者间复杂交互规训之下，作为各方力量间的一

种金融缓冲机制，抬垫成为晚清时代背景中加赋制度安排的最优方案。

借助“法律与社会” “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本文尝试呈现晚清抬垫事务中国家权力、基层金融与

乡村社会经济间的复杂缠绕。与早期现代英法两国的包税制相比，抬垫由于是以分散化方式实施的

直接税包揽，所以更易遭遇复杂社会经济力量的渗透和抵制。对抬垫而言，复杂、分化的社会经济结

构，既是一种便利条件，又是一种约束。抬垫是一种为满足晚清时期日趋紧迫的军事—财政上的资金

需求，而由基层催征者承担田赋包揽义务的征收手段。但抬垫要实现该征税功能，就需要基层金融的

介入，并允许其获取表现为抬垫利息之利润。如果没有相对发达的资本市场，巴县抬垫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尽管抬垫基本完成了对近代国家建设初期阶段提供资金的历史使命，但其在运行中遭遇了由具

有强烈反控制性的乡村复杂社会经济引发的种种结构性困局。巴县档案中的抬垫诉讼，以生动的方

式向我们展现了这些困局。这种民间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也导致抬垫人在抬垫积极性上遭受打击，进

而威胁知县的财政安全本身。这些困局也表明，建立更为正规的财政国家 , 以官僚制方式直接面向

大众征税，从而摆脱中间商的利益分润，是中国近代财政法制改革的根本归宿之一；以民法典等方式

对复杂社会经济安排予以适度的统一化、类型化规制，从而便利管理和征税，促进国家建设，也是中国

私法近代化运动中的应有之意。

作为维正之供，田赋始终在清代财政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即使在清朝覆灭前夕，田赋在全国税

收中的比重仍高达 1/3 左右。〔85〕 当晚清中国遭遇世界体系，并被迫开启军事、通讯、行政、教育各领

域的近代化进程时，对田赋的强烈路径依赖，促使统治者本能地诉诸加征田赋附加税，并以包揽手段

确保岁入这一财税汲取手段。抬垫是近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转型的起点。对抬垫和类似现象的研

究，有助于在微观但不失重要的层面上，观察近代中国在国家建设上的成就、困境和改进之道，并为当

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提供镜鉴。

（责任编辑：王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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